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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规范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
“中国话语”构建

张星久

摘 要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够提出好问题、“真

问题”，创造性地引入和运用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产出有学术

声誉和影响力的成果。“真问题”应有可质疑性、有研究价值和必要性，并且因大体暗含了研

究方法、范围而具有研究可能性。应在弄清楚方法的含义、层次以及问题与方法之间内在联

系的前提下，选择恰当的方法组合，并且经过方法引入与激活环节，形成研究问题的独特理

论立场与框架。价值承当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是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二者不仅

不矛盾，而且相互联系、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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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话语”问题的提出

当前，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构建“中国话语”、凸显“中国话语”影响力的问题，正在受到广

泛关注。按说，一项学术研究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和独到的学术贡献，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学

者应该基于本土的经验，产生特殊的问题意识，在某个领域内有独特的学术贡献，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

话语特色，这本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乃至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应

该有独到的贡献和话语表达，这对具有起码学术素养的人来说，本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应该是不难形成

共识的问题。所以，关键不是应该构建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和讲好“中国话语”的问题。

如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构建和讲好“中国话语”？这当然不是靠空喊口号造声势就能奏效，最终

还是靠学术研究的实力说话。这就需要学者们直面中国的问题，产生自己的问题意识，形成独特的研究

方法与风格，产出学术精品，在重大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上做出独特的学术贡献，进而在国家、民族乃至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方面贡献重要智慧与洞见，从而彰显中国学术的魅力和影响力。

而在当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构建“中国话语”、突出中国特色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以

至于被广泛关注，被特别提倡，显然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研究状况、发展水平，距离上述要求还有一定距

离。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尽管体量很大、数量很多，但是精品不多，特色

还不是那么明显，实力还不是那么强，影响力和学术声誉还不尽如人意。这一基本事实，应该就是当前

提出构建“中国话语”要求的现实背景和语境。因此，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构建问题，

其实质是如何提高学术实力和学术影响力的问题。

中国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和声誉不尽如人愿，原因固非一端。仅就学术界自身来看，一些科研机构和

高校长期以来忽视学术规范的训练和培养，一些研究者急功近利甚至利欲熏心，缺乏实事求是、严谨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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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科学精神，违反学术研究的规律与起码准则，而我们的学术生产、评价机制也在这方面未能发挥应

有的监督、把关与导向作用，使大量粗制滥造的学术“作品”、学术垃圾充塞报刊书社，个人赚足了名利，

砸了整个中国学术研究的牌子，无疑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正是基于这一观察，笔者希望结合自

己学术实践中的一点体验，从明确问题意识、强化学术研究中的基本规范和基本要求、提高学术研究实

力这一点切入，谈谈如何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影响力问题。笔者的基本想法是，

只有扎根中国的本土经验形成独特的问题意识，并在问题导向下创造性地引入和激活相关研究方法，同

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尊重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坚守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和学术底线，才是

增强实力、产出精品，进而赢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根本途径。

二、学术话语与学术研究的“真问题”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第一个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够提出好问题、“真问题”。常常听

到学术界有类似这样的说法：“要研究真问题”。那么，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找不到统一的标准答案，但已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涉及这个问题。比如，有的学

者从“研究课题不是什么”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一个研究课题起码不是诸如“我希望……”之

类的“对现实的政治事件或政治制度感兴趣的陈述”，也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复述；同时，一个研究课题

涉及的变量不应该是难懂的、不可检验的、无法进行操作性定义的概念，而应该是可以进行操作性定义

的、“有关两个或多个变量间关系的一种问题”[1]（P34-35）。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符合三个基本原则：具有问题意识；问题有现

实科学意义；问题有回答的可能 [2]（P11）。综合这些看法，同时从人文社会科学所包含的最起码意义上
的科学性、客观性要求出发，笔者把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真问题”的标准概括为：有疑问，有价值，有

研究的可能。

第一，真正的学术问题起码在形式上是个有疑问、待证的假设或待证的问题，亦即人们常说的问题

意识。就是说，一个问题在它被研究、证明之前，你至少承认它是存疑的，它还是一个需要放在知识探讨

范围内加以讨论和证明的问题。否则，如果对问题已经有了确定的答案和结论，就没有提出讨论的余地

和必要。换句话说，至少在形式上，真问题不是直接表达感情、宗教信仰、爱好的陈述，不是个人立场、情

感的简单表白，不是诸如“我希望……”“我喜欢……”之类的宣示。因为这些陈述和表白，要么没有讨论

的必要，要么涉及宗教信仰和个人感情问题，无法纳入知识的范围加以证伪或证实。

第二，真问题是具有研究价值和研究必要的问题。所谓研究价值，是指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学

术研究和现实意义，应是学术上需要突破、现实社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学术价值而言，真问题

应是研究者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而提出的具有创新的问题，它要么属于学术研究中的空白问题，能在某

个研究领域中见人所未见、发未发之覆；要么能以新材料、新方法为依托，进一步证实、丰富或证伪前人

已有的研究，从而有望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使研究者在某个学术领域内做出独创的贡献，发挥独特的

作用。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以人类社会、人类生活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因此，真正的具有学

术价值、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的学术问题，也一定是能够回应时代挑战与现实迫切需要，与现实社会形成

哲学家科林伍德所谓的问答逻辑的问题，从而一定是在某种意义上关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发展的根

本性、本原性的重要问题。

要想提出真正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首先需要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学术抱负和使命感，

经过系统扎实的学术训练，形成敏锐的学术感觉，能够清楚地了解国内外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动态，进而

站在学术发展的前沿与同行进行对话，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这样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避免重

复的、无意义的“研究”。为此，研究者在进入研究之前，首先要做好功课或准备工作，这就是相关的文献

梳理和研究动态的回顾工作，以便清楚地知道，你关注的或将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前人研究到了哪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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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需要从哪些方面突破等等，这样才会形成某种学术对话和创新。而现实中确实有一些所谓的“研究

者”，他们随便逮住什么问题就写，压根不管别人之前是否做过研究，明明早就是学术界的常识问题，他

却当作“新发现”来写。这是造成学术研究中重复研究、假冒伪劣作品盛行的重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特的现实生活体验，有对人民的福祉、人民生命尊严

的深刻关切，有对国家进步、社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对人类文明、人类发展方向与命运的终极关

怀。正是这些独特的体验和大怀抱、大担当，才使一个研究者具有登临绝顶、旋转思想乾坤的大器局、大

气魄，拥有学术生命力、学术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思想家、开宗立派的大学者，往往都

是兼具强烈的学术关怀和现实情怀，都是能够把学术生命和独特而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天下兴亡与人

类命运融为一体的人。即使在学术分工细密、学术规范性要求更高的今天，我们作为一般的研究者，如

果能在学术研究中保持现实的关怀，能够怀有对现实生活的问题意识和深切关注之心，那么他研究的问

题哪怕是一个看似“久远”的历史问题，是一个看似纯学术的问题，也会带有鲜活的生活经验，从而使其

研究的问题能够产生跨越时空的穿透力与感染力，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反之，如果一个对国家前途、

人民命运、文化与文明发展漠不关心的人，对发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和当下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所呈现的

经验事实就不可能具有真实而深刻的感知，从而不可能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研究问题。

所以从反面来说，真问题至少在形式上不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的简单复述，不是诸如“斑马四条腿，

大海都是水”一样的大实话，这种复述是不能增进人类知识进步的废话；真问题也不是人所共知的学术

常识问题，不是把前人本来已经说清楚的问题，再貌似“创新”地提出来嚼剩饭、瞎折腾。

第三，所谓的真问题，就是具有某种研究可能性或可行性的问题。所谓有可能或有可行性，首先自

己应该知道、同时也应该让同行一看就容易知道，你大概是在哪个知识范围内、哪个层次上提出问题的，

拟探讨问题的知识范围、学科边界在哪里。这是因为，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下，许多社会现象都可以从

不同学科加以研究，这就要求作为一个有起码专业训练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大致是在哪个专业领域内

提出问题的。比如，对于一场社会运动或社会抗争事件，不仅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可能会研究，甚至哲

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的学者也会去研究。再比如对于社会现象中的制度问题，不用说是当代新制度

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同时它作为社会制度、作为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问题，

也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如果抓住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就漫无边际地提出要去研究，首先就会让人觉得没有专业特色和专

业语言；更重要的是，当你这样提出所谓研究“问题”时，说明你并不清楚自己要在哪个学科领域、哪种

知识系统和概念体系中讨论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去研究该问题。好比一个人迷失在沙漠中，

好像四面八方都是路，却没有方向和路径。如果硬要研究这样的“问题”，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四六不靠、

大而化之、空洞无物，无法在某个具体学科和他人形成学术交流与对话。

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站在某个学科领域提出和思考问题时，才能把本来看似孤立、偶然的社会现

象（对象）与某个学科的知识体系联系起来，形成起码的相关性，从而使我们知道在什么学科范围内讨

论问题，而不至于在大范围、大方向上出错。让我们举例比较以下两种提问方式或研究问题：

例 1：战争问题研究 → 战争与国家构建问题；

例 2：我国的“看病难”问题研究 → 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看我国的“看病难”问题；

例 3：环境污染问题研究 → 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

显然，箭头前面的每一个“问题”（实际上是研究对象）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都可能涉及多种研究

角度和多种学科的知识。在例 1“战争问题”这个题目下，可以研究战争的影响（其中又可分为经济的、
社会的、政治的等等），也可能研究战争的起源、战争的性质甚至研究武器的发展与战争形态的关系等

¬ 比如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一书（黄健波登等译，民族出版社 2008 年）关于人类对世界的分类活动与社会秩序
建构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未尝不可以列入研究政治制度起源与功能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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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例 2“看病难”的问题，也涉及管理体制、医疗制度、医疗资源配置、患者方的就医观念、医生的待
遇，甚至还可能涉及医疗医药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而例 3 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仅涉及复杂的社会（企
业或个人损人利己、缺乏社会责任）、文化（缺少环保意识、公共道德、政府管理）等原因，甚至还涉及能

源、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复杂原因。而我们每个人的知识、能力都是有限的，要想跨越多个领域回答这么

多、这么大的问题，恐怕任何人都是力所不及的，只能站在各自熟悉的知识领域去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

才是切实可行的。相比之下，箭头后面的 3 个题目则起码让人大体知道，研究者是在政治学、公共管理
学等专业范围内提出和形成问题意识的，并且可以预期，他将利用更擅长的专业知识，或从国家构建的

进路去研究战争的影响，或从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解决“看病难”问题，或从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方面去研

究环境污染问题。显然，这是更为可行的、有效的提问。

沿着上面的讨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明确，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什么叫“有问题”，什么叫“没问

题”。在前面的举例中，如果我们提出像箭头前面那样孤立的问题时，还只是提出了一个孤立的“因变

量”，顶多只能说有了模糊的思考对象，还不能算是提出了问题。而当我们像箭头后面那样提问时，即当

我们在对象（“战争”“看病难”“环境污染问题”）与专业内的某个理论、某种知识（“国家构建”“公共服务

供给”“政府管理体制创新”）之间建立了相关性，形成了一些学者所谓的两个以上的“变量关系”时，这

才会形成可行的、有效的研究问题。换言之，所谓的真问题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与问题意识：假

设我所熟知的某个专业知识或问题（自变量）是和对象（因变量）高度相关的，进而清楚地知道，我的

任务和问题就是要证明二者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性，即：证明通过改变、调整自变量可以实现对问题的

因变量的改变，进而解决问题。而一旦我们这样进行“有效提问”时，也就意味着该问题本身已经暗含着

大致可行的研究路径、方法，意味着已经大致找到研究该问题的专业理论支撑与概念体系。

上面举出的例子，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而加以典型化处理的结果，现实中这类研究题目毕竟不是很

多，更多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研究问题”。比如，我们常常碰到这样一类研究题目：康有为政治思想研

究；印度国大党研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美国国会制度研究……乍看起来，这些研究题目好

像也有明显的专业性，拟研究的对象似乎也是本专业的问题，不像前面的题目那样漫无边际，但认真分

析起来，这种题目还是比较笼统宽泛，还是没有问题。

首先，像有关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印度国大党、美国国会制度、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类问题肯定

已经有人做过研究，肯定不是第一次才提出的新问题。而上述提问和标题却让人不明白他要研究的重点

问题是什么，他将要在这个题目之下重点从哪个方向展开研究，他将要进行的研究和别人已有的研究是

什么关系，有何不同与创新。似乎他的研究是平地起高楼，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有关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印度国大党、美国国会制度、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类问题从来没人研究过。

其次，这类提问也只是抓住了孤立的现象或对象，从形式上说没有涉及两个以上的变量关系，从内

容上看则依然没有抓住和聚焦出真正的问题。他们不知道，其实在这些研究题目下面可能发展出多个

研究角度和问题。比如：在“康有为政治思想研究”这一题目下，至少可以重点研究康有为政治思想在现

代思想转型中的地位，也可以研究康有为政治思想与传统政治思想的关系，还有可能研究时代环境刺激

与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形成问题；在“印度国大党研究”的题目下，至少存在着诸如从国大党看印度政党政

治、国大党与印度的政治发展、印度国大党形成与发展的政治文化条件等可能的选题方向；而在“中国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中，可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内涵或构成，可以研究该制度在国家政治整

合中的功能，也可以研究探讨它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等等。而上述题目的设计者们则没有弄清楚，

在涵盖了多种可能性的题目下，他究竟要向哪个角度、哪个方向展开研究，究竟要通过这项研究回答和

解决什么问题，从而依然存在“问题意识不清”或“没问题”的毛病。而抓不到真问题或问题不清，写出来

的东西自然就主题不清，逻辑混乱，或没有特色，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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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因为受到文字表达、题目长度等限制，有时候尽管我们绞尽脑汁，拟定的题目可能还是显得笼

统而无法在一本著作或论文的标题中清楚地呈现出研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副标题

的形式，或者在研究的前言部分，专门就研究的问题进行集中的澄清、阐释。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研究题目看上去也涉及两个以上变量关系，但是这种变量关系是没有

真实内涵的，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提出问题，如“×××× 问题的政治学分析”或“×××× 问题的法学分
析”，甚至一些刊物上还不时地出现这类题目：“×××× 问题的理性分析”。实际上，这类题目并没有告诉
我们，“政治学分析”“法学分析”乃至“理性分析”到底是一种什么“分析”，到底研究者要从本学科的哪种

理论去解释某种社会现象，它没有把题目操作化、变量化为问题，顶多是一种虚假的变量关系。

因此，一个有研究可能和可行性的真问题，意味着该问题与某个具体的知识领域、专业领域形成了

相关性，能够让人知道它是哪个专业领域内的问题；从形式上说，它涉及起码两个以上问题的变量关系，

从内容上说，它表明已经大致找到了研究该问题的专业知识支撑和研究方法、路径。

至此我们就可以大致清楚，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形成独特的“中国话语”和独特的学术影响力，

首先要能提出好问题或“真问题”。“真问题”除了应具备可质疑性（可证伪性）、可在某个专业领域内研

究的可行性之外，最重要的是它背后有研究者独特的中国经验与故事为支撑，它能反映一个中国学者独

特的现实关切与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三、学术话语与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的第二个关键要素，除了要能够提出好问题、“真问题”外，还

需要根据所要研究问题的特性、类型，选择恰当的方法来展开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中凸显中国学者的创

造力和个性。

相对于研究问题而言，研究方法无疑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作为工具，尽管一种方法

任何人都可以用，但是如何根据问题的特性选准适当的方法以及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却很能体现研究者

个性、创新性与学术实力。如何用好研究方法这个“工具”去出色地解答问题，这虽然是个“运用之妙，在

乎一心”的复杂问题，无法给出统一的标准做法，但至少可以提出一些起码的要求。

首先，一个研究者至少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比较透彻的理解，能够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层

次、什么意义上运用研究方法，即至少知道是用的哪一种意义上的方法，才谈得上用好方法。

对于什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它可能会包含哪些层次的含义，学术界对这类问题的看

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研究方法”是有不同含义、不同层次区分的。为了能更清楚地说明其

中的结构层次，参考有的学者的意见 [3]（P19-20）[4]（P179-181），我们姑且把它分为以下类型或层次：
一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它是关于方法的方法，意指人们研究各种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时的“基本

立场、基本假设和基本出发点”，其核心是“方法选择的价值、规范和标准问题”。这其中又可分为哲学方

法论以及各门具体学科的方法论 [3]（P19，22）。哲学方法论涉及观察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看法与方式，
比如：世界是否存在本体，是否存在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如果存在，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认识它才能得到

可靠的知识等等。将这种哲学方法论运用到某个具体的学科，形成对本学科内某种问题的基本解释立

场、基本看法与解决方式，就形成某个具体学科的方法论。

二是理论方法或者理论范式意义上的方法。这是在一个学科之内相对更为宏观意义上的方法，如新

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等。这种理论方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前面所说的某个具体学科

内的方法论，即基于某种本体论、知识论预设和对研究方法的价值取向，形成看待本学科内某种问题的

基本立场、看法与处理方式 [5]（P15-20）。比如，对于一个偏好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的人来说，他显然
会认为或假定，在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产生与变化中，像政治制度等结构性因素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

色，发挥的作用更大，所以才会认为制度对社会问题更有解释力，制度问题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才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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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政治制度或结构作为主要解释项去解释社会政治问题。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则至少暗含着这样的

理论预设：人类政治行为具有可辨别的均一性（uniformities）或稳定性，因而能够像自然现象一样重复
观察、验证，可以构成科学认识的客观基础，通过某种更“科学”的方法对行为进行研究，就可以获得像自

然科学一样确定的知识。因此，对政治主体行为、活动的研究，才是政治学研究中更为重要、更有价值的

研究，行为主义方法对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才是更可行、更有效的方法。除了共同的本体论和知识

论预设、共同的理论立场和对本研究方法的价值偏好之外，一个学科的理论方法一般还会尊奉大致相同

的研究规范，并预设了对研究路径和研究技术的选择范围。就是说，当我们选择了某种理论方法后，也

大体决定了需要遵守哪种学术规范、选择哪些技术方法和手段。比如对一个崇尚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者来说，其理论方法已经预设了他必须把追求科学性、客观性作为最高原则，并且为此只能选择可观察、

检验的政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从而也只能采取实证的研究技术与手段，如实验、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

析、调查访谈等。

三是研究路径意义上的方法。它是在一定的理论范式、理论方法之内，因为研究的具体问题、研究

对象和领域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同样采用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同样以政治行

为为对象，并且遵守同样的科学研究规范，但由于每个人的研究兴趣不同，对不同行为的重要性存在不

同的价值排序，有的人可能研究国家、政府的行为，有的人则可能以团体、精英乃至公民个人行为作为研

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不同，当然又会形成不同的具体方法、路径和技术手段。而且，即使对同一个政

治主体的行为研究，也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切入点和技术手段。

四是研究技术、研究手段意义上的方法。它是在前述方法论、理论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基础上，在明

确了研究的基本立场、理论预设和研究方向、目标以及研究路径之后，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采取的具体研

究手段、方式和技术。比如实验、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献研究、音像资料、数据处理与分

析等，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可以将这些技术、手段交叉运用。

总之，我们只有明白了方法的不同含义、不同层次，才能知道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些方法。

其次，在大体知道什么是方法的基础上，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坚持问题导向，选择最恰当的方法体系。

这就要求研究者深刻理解方法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确定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基本理论方法以及相应的研究技术、方式、手段，形成一套方法体系的组合。

也就是说，选择什么理论方法以及方法体系的组合，最高的原则和标准是看其是否管用，是否最有

利、有效地解决问题。有的问题一看就知道必须靠实证材料、数据为支撑展开研究，有的则可能主要靠

理论逻辑的推演，或者阅读文献资料。方法不是死的、冷冰冰的标签，不是可以生搬硬套地从外面“贴”

上去的，而是基于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深刻理解，基于问题与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和自然融合，从问题

中自然而然地“生”出来的。而我们有些博士论文甚至一些公开出版的著作，动辄胪列五六种方法，对于

哪些是基本的理论方法，哪些属于具体的研究手段和技术方面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与问题之间、方法与

方法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不作任何说明，对方法的处理像是贴标签、开中药铺，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在

学理上建立起方法与问题之间自然的、内在的联系，进而从问题“产生”方法。

最后，对于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来说，在运用研究方法时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或基本工作，这项工

作我们姑且称之为“方法的引入”环节。我们都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会进行概念引入的工作，

最基本的方法是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问题和研究需要，把概念经验化、变量化，赋予概念以经验内容，

使概念更加量化、更有具体的内涵，从而使概念更易于理解和使用，也更容易融入研究者的学科语言与

理论之中 [6]（P89-94）。这里强调要有一个“方法的引入”的环节，其作用也大体如此。
方法引入的第一步，是阐述使用某种方法以及方法体系的理由或正当性。一般来说，由于每一种理

论方法或者理论范式意义上的方法都隐含了对某种问题的基本的立场、看法和预设，因此，一项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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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兼容两种这样的方法，否则就会在基本立场上出现自相矛盾或立场摇摆问题。正如一个强结构

主义者不可能同时是一个强功能主义者（尽管双方可能都会最大限度地扩大各自理论的解释外延，力

图把对方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加以处理）。而属于研究技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则有可能和

不同的理论方法加以组合。为此，比较合乎规范的学术研究论著，往往会用专门的篇幅，对自己将要使

用的理论方法、研究技术和手段加以阐述，说明自己使用某种理论方法的原因，证明自己的理论方法的

优势以及理论方法与研究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否则，如果不作任何说明，仅仅是对各种方法的简单罗

列，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你的方法是否正当，是否恰当，甚至怀疑你的理论方法是否混乱和自相矛盾。

方法引入的第二步是对所采用的理论方法进行阐释，将理论方法与所研究的问题相结合，从这种理

论方法中引申、提炼出研究该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预设，形成贯穿全书全文的理论框架和基本解释

立场。因为方法总是一般性的，而问题则是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再好的方法也不能照搬照抄，而应根据

问题的具体情况，把方法创造性地引入。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他想要做出精美绝伦的器物，就

不能把批量生产的工具直接拿来使用，也不会照搬教科书上的一般性工艺，而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

加工、改造工具，改进工艺，从而形成自己特殊的工具和独门秘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研究方法的创造

性引入的过程，就是用问题激活方法、用问题赋予方法生命和独特性的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关于方法引入的讨论还只是以理论范式方法意义上的方法为重点而言的。事实

上，即使更为具体的研究技术、研究手段，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也会因为问题的不同而存在一个方法引

入的问题。比如，研究者在使用定量分析方法时，一般都会把问题或概念具体加以操作化、变量化，乃至

制成量表和测量指标体系，但是，因为研究的具体问题可以说是千差万别、情况各异的，因此，具体的操

作化方法和指标体系的设计也就可能各有不同，因而显示出不同的研究特色。

换个角度说，要想在研究方法的使用问题上彰显“中国话语”的特色，并不意味着简单拒斥乃至惧怕

前人的或国外已有的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并不妨碍一个研究者对这些方法、技术、手段的大胆借鉴和

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这种借鉴、使用必须坚持以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独特的问题视角

为取舍。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一切应取决于它是否最有利于研究中国的问题、最能讲好中国的故事。可

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中国话语”的特色，关键在于能否对症下药地使用方法，能否创造性地

从问题引出最适当的方法及方法组合。

总之，对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运用是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实现学术创新，首先至少要知道

什么是方法，才有可能恰当地使用方法；其次要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研究需要，根据研究问题与方法

之间内在的自然的联系，选择适合的理论方法，并与相应的研究手段、技术、方式组合成一定的方法体

系；最后要经过方法引入的环节或程序，对自己选择某种理论方法及方法体系的理由、优势进行论证和

说明，同时，应对所采用的理论方法加以阐释，从中引申出分析本研究课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理论预

设，形成独属于研究问题的基本理论立场与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引入和

使用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作者独享的经验、故事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方法的过程。

四、学术话语与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学术规范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话语”的第三个关键要素是，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的学术

规范，即在了解问题、找准方法之后，要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展开研究。学术规范固然体现在研究的各个

环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规范和原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客观性原则。它

要求学者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后，必须尽可能地摒弃主观偏好和成见，一切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通过科学、

严谨的手段和标准，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料和数据，并根据这些资料和数据所显示的客观事实得出判断和

结论，而对未经证明的问题则慎言其余，保持沉默、谦逊和宽容，做到让事实和证据说话。

之所以把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性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规范和原则，是因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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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坚持这个原则和规范，才是人文社会科学证明自身正当性、证明自己存在理由的唯一方法。我们知道，

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预先给定的客观事实或客观世界，而是带有某种社

会性建构、被行动者赋予某种意义的社会现象 [5]（P17-18）。对于这种研究对象上的特殊性，许多学者
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比如，韦伯就认为，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行动，本身就被行动者赋

予了目的性、意义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包含了文化意义的文化事件，由此提出以理解行动者意义为对象

的理解社会学理论 [7]（P30-31）；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书中指出则指出，社会学家研究
的对象，是被行动者赋予意义、被行动者理解和解释过的常理世界，社会学家所做的解释，不过是对这种

常理世界进行再解释的第二重解释 [8]。同时就研究者自身来说，尽管他不管怎样努力地在研究中克服个

人成见、感情带来的可能干扰，都不可能像摄像机一样毫无感情地去复读研究对象，他还是不可避免地

要从某种既有的思维方式、既有的知识和学术眼界等“前理解”出发，去理解对象。对社会现象认识方面

的这种特殊性与复杂性，势必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某种“罗生门效应”¬。但是，不管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多么复杂、特殊，还是应该而且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和追求。因为，如果放弃了对学科

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起码要求，就等于公开宣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不实事求是、不顾事实和学

理，完全根据自己的价值偏好信口雌黄，这无疑会使人文社会科学信誉扫地，自我否定，从根本上颠覆其

存在的理由。也正因为如此，韦伯尽管也对人文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客观性不太乐观，但还是认

为，一个研究者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后，应该尽量地排除价值观念的干扰，做到“价值立中”，认为这是对科

学研究的一种起码的伦理要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一些混乱的或似是而非的认识。比如经常看到有人

这样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有立场、有价值负载的，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做到韦伯所主张的“价值中

立”；还有的则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同阶段的要求混为一谈，有意无意地把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

与人文社会科学应当承载的社会功能对立起来，似乎一提实事求是原则、一提科学精神就好像无法为现

实服务了，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总是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底气不足。所以，要想坚持和贯彻这一原则，固

然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是目前亟须在认识上做出以下澄清：

第一，从整体上说，人文社会科学确实做不到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这是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实，

所以人们常说的无法做到客观性，做到“价值中立”，这属于事实判断；而强调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

性原则，是对一切学术研究提出的基本伦理要求和基本规范要求，它属于价值判断，二者不属于同一层

次的问题。并且从逻辑上说，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恰恰是以不能完全达到客观性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做

到完全实事求是的客观性，也就不需要再强调客观性了；如果完全做不到客观，如果这种实事求是的客

观性要求没有一点现实依据，则这种要求就成为没有任何现实内涵的空想­ [9]。所以，不能因为人文社

会科学达不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就放弃对自身伦理规范方面的要求。正如现实中可能每个人都

无法做到完全符合社会道德要求，但并不妨碍一个社会还是要提倡道德伦理规范。

第二，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主要是针对研究者进入研究过程之

后提出的规范要求。而在研究者进行“有意义的提问”阶段，恰恰就是一个对研究问题是否有创新、是否

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在这个提问阶段，研究者强烈关切现实的立场、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仅是必需的，不仅是提出“真问题”的必备条件，而且是事关其研究成败、事关其整个

¬ 《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著名电影作品。电影讲述了在一名武士被杀案件中，发现尸体的樵夫、被怀疑为杀人犯的强盗以及死者的妻

子等人，各自出于开脱责任、美化自己的目的，提供了不符合事实的证词，使案件真相扑朔迷离。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设想，审判案

件的官员也可能出于自己的偏见和喜好，偏听偏信其中一人的证词，对案件作出误判。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案件的当事人和证人就好比本

文所说的研究对象，审案的官员则可被视为研究者，双方的价值偏好、偏见都有可能使事件真相被掩盖，导致整个学术研究的“罗生门效应”问

题。

­ 当然，这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辨，仅仅是为了强调客观性原则是一个起码的学术伦理原则。如果从哲学上看，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则

更为复杂，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对此已经进行过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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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否有价值的前提与关键。也就是说，在确定问题和研究问题这两个阶段中，对研究者的规范性要

求是不一样的：提问阶段即韦伯所谓的价值关联阶段，要求研究者必须对选题的意义、价值做出判断；研

究问题阶段即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阶段，要求研究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即使无论我

们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研究的逼真，而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真实）。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把两个阶段

混为一谈，不能不加区分地把一个阶段的规范硬套到另一个阶段。这样做，不仅会把本来清楚的问题搅

糊涂，更严重的是，如果通过“做不到完全客观”这种笼统说辞，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放弃实事求是的客观

性原则，则会对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三，基于以上讨论可以进一步看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价值取向与客观性原则之

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相得益彰的。首先，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恰恰是以研究问题形成环节中

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和前提的，在问题的提出阶段，一个研究者越是具有对社会发展、人民福祉乃至对人

类命运的强烈关切与高度责任感，越对现实问题具有敏锐性，就越能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就越

能产生探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激情和灵感，进而越是有可能产出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其次，在研究

问题的阶段，研究者越是遵守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和研究规范，其研究成果就越能贴近现实、贴近真

实，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就会越大，也就越有学术话语权。

五、结束语

本文讨论的问题，固然直接起因于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问题，但究其实质，也是对

学术界的某些认识误区的反思以及个人学术实践中的一些体验、心得乃至教训的总结。怎么样才能发现

和提出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真问题”有没有比较清楚的标准？研究方法有哪些层次、类型，它们之

间的关系是什么，对方法如何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和引入？学术研究中的客观性要求与其服务现实的功能

如何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做不到完全的客观性，是否就不能提倡客观性的学术规范？像这类问题，不仅

是制约学术发展的一些关键而且重大的问题，而且对于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来说，也是

亟须了解和掌握的、十分“管用”的知识技能。而从以往介绍研究方法的论著看，有的可能是作者觉得这

不应该是个问题，因而无须深究；有的则可能受自身学术体验和认识水平所限，对这些问题只能泛泛而

谈或语焉不详，有的甚至以讹传讹地提出一些误导学术研究、搅乱学术规范的观点。正是鉴于这种情况，

本文尝试从问题、方法、规范三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正面梳理与澄清，并认为构建学术研究的“中国话

语”，固然需要从多方面努力，但就学者自身而言，最要紧的是从这三方面入手。

笔者提出，学术研究中的好问题、“真问题”至少在逻辑上应具有可质疑性，属于可在知识范围中讨

论的问题，同时对解决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应具有迫切性和重大意义，并且与某个专业问题或概念形成

相关的变量关系，因而已经暗含了研究该问题的专业知识支撑以及大体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范围。而在研

究方法部分笔者重点强调，要创造性地把方法引入研究问题，用问题激活方法，即：应在弄清楚方法的含

义、层次以及相互关系的前提下，从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出发，找出它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选择

恰当的理论方法和相应的方法组合；同时，研究者要经过一个方法引入的环节，形成独属于研究问题的

基本理论立场与框架，从而在对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中，凸显研究者的创造性与学术功力。人文社会科学

的价值承当、现实情怀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规范，本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提出的不同要求，二

者相互联系、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一个学术作品的独特实力和影响力；放松或放弃实事求是的客观性

原则，不仅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构建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且会对整个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产生灾难性后果。因此，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于真实而丰富的本土经验，立足于中国几千

年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提出属于中国人独特体验的真问题，进行

具有独创性的真研究，产出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真品和精品，才能真正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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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Norms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in
the Resear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Zhang Xingji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Chinese Discourse” in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s that the researchers can raise good questions and “true problems”, introduce and apply
methods creative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the process of study and pro-
duce results which have academic reputation and influence. “True problems” should be questionable,
research-worthy and necessary, and they have research potential because of the general implication
in research methods and scope. In the context of clarifying the meaning, the level of the method,
and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oblems and methods, it is necessary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combination of methods and through the “methods introduction” and “activation”, to form a unique
theoretical position and framework. The value commitment and the objective norm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re one on both sides in academic research, because that they are not only not contradictory,
but also they are linked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Key words true problems; research methods; academic norms; Chines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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